
论翻译难度的测量: 理论与方法
*

孙三军1 文 军2

提要: 把握文本的翻译难度对于翻译教学、翻译认证考试和翻译研究均很重要，为此有必要了解翻译难度的
测量对象和方法。本文提出了翻译难度测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框架，分析了影响翻译难度的两类因素:翻译
任务因素( 即文本阅读难度与翻译相关难度) 和译者因素，并从测量原文的阅读难度、识别原文的翻译难点、

测量译者的心理负荷等方面论述翻译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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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a text's level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is critical for translator training，accredita-
tion examinations for translators，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targets and meth-
ods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measure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overview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measurement． 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sources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y including translation factors ( i．e． text
difficulty，translation-specific difficulty) and translator factors，and discusses translation difficulty measur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 difficulty measurement，translation difficulty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ranslators' mental
work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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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了解一篇文本的翻译难度( translation difficulty) 对于翻译教学、认证考试和翻译研究均十

分重要。教育学领域相关研究表明，教学内容难度适当能够提高教学效果，内容过易或过难都

会影响学生的信心和积极性。在翻译认证考试方面，我们分析了美国翻译学会( ATA) 2006 年

英译汉已批试卷，发现 A、B、C 三篇测试文本中( A 篇为通用文本，B 篇为医学文本，C 篇为商

务文本，其中 A 篇必考，B 篇与 C 篇选考一篇) ，C 篇词句最复杂，及格率最低，这显然有违

ATA 倡导的测试文本难度相当的精神。在翻译研究方面，研究者在选择测试文本时缺乏有效

的翻译难度测量方法，致使很多研究的结果缺乏可比性。比如，翻译过程研究中有不少关于专

业译者与新手译者翻译策略的对比分析，Dragsted( 2004) 发现专业译者在翻译高难度文本时

采用的策略跟新手译者很像，由此可见翻译难度是翻译过程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
翻译难度一词经常出现在翻译研究文献中( 如 Nord 2005) ，有研究者也对翻译难度测量

做过一些探索性实证研究( 如 Campbell ＆ Hale 1999; Hale ＆ Campbell 2002; Jensen 2009; Mi-
shra et al．2013; Sun ＆ Shreve 2014 等) ，但很少有研究者对其进行全面、客观测量，一般只是通

过主观感觉来判断一篇文本的翻译难易程度。然而，为使测量过程更科学、测量结果更可信，

采用翻译难度测量工具或步骤实有必要。本文提出了翻译难度测量的研究框架，尝试从理论

与方法两个角度探讨翻译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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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译难度相关概念及研究框架

从认知角度来看，难度指解决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翻译难度可视作译者为达到客

观与主观质量要求，针对一项翻译任务所付出的努力程度。难度与复杂性概念相似，但并不相

同。难度主要适用于任务，因人而异，而复杂性更为客观，非因人而异，且可以使用数学方法计

算。复杂性可以说是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负荷( mental workload) 、认知负荷( cognitive
load) 两个概念和难度也很相似，不过它们具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内涵。

心理负荷是人因工程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是指信息处理系统为完成任务要求所需处理能

力与某特定时间其真实处理能力之差。Meshkati( 1988) 提出了一个包含多种影响因素在内的

心理负荷多维模型，影响因素分为原因因素与效果因素两组。原因因素包括: ( 1) 任务和环境

变量，如任务的重要性、与任务相关的内在变量( 含信息量) 、时间压力、任务结构、操作者对任

务的熟悉程度、操作速度、所用设备及奖励机制; ( 2) 操作者( 如译者) 的特征与调节变量，如个

体认知能力( 如智力) 、动力、过去的经验及相关训练等。效果因素包括: ( 1) 任务难度、反应和

表现; ( 2) 心理负荷的各种量度。不同原因因素、效果因素相互作用。
认知负荷概念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于心理学领域，指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认知活动

目标的实现对工作记忆资源的需求。不同领域研究者对认知负荷持有不同观点，比如人因工

程学研究者将认知负荷视为心理负荷的一个子概念。认知负荷理论由 Sweller( 1988) 提出，认

为认知负荷由三种因素的交互程度决定: ( 1) 学习者个人的专业知识水平( 尤其是已有知识和

工作记忆容量) ，( 2) 教学材料的复杂性，( 3) 特定的任务。
本文主要借鉴 Meshkati( 1988) 的心理负荷多维模型，提出翻译难度测量的研究框架( 见图

1) ，对翻译难度测量展开探讨。

图 1 翻译难度的测量

3． 翻译难度的影响因素

翻译难度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 翻译( 即任务) 因素和译者因素。它们是需要被测量的

因素。
3．1 翻译因素
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 译者阅读原文，然后以目的语将原文意义表达出来。

阅读理解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其中与翻译难度最相关的子领域是文本的阅读难度。下面

分别讨论理解和表达阶段中影响翻译难度的因素。
3．1．1 文本阅读难度

文本阅读难度是阅读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美国 ＲAND 阅读研究小组提出了造成阅读

困难的因素种类( Snow 2002: 25) :
·17·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5 2015 ( General Serial No．170)



● 语篇体裁，即叙述文、描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

● 话语结构，包括修辞成分和连贯性;

● 媒体形式，如教科书、多媒体、广告及因特网;

● 句子难度，涉及词汇、语法和命题文本;

● 内容，如根据读者年龄选择合适的主题;

● 对特定类别的读者具有不同吸引力的文本。
比如，在内容方面，抽象内容( 如哲学论著) 通常比描述具体事物或活动的文本( 如故事)

更难懂，日常话题文本比不熟悉话题的文本容易阅读; 在体裁方面，说明文常比记叙文难读。
这些难度因素如何影响阅读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探讨。

3．1．2 翻译相关难度

Nord( 2005) 将翻译问题分为四类: ( 1) 由原文与译文在目的、读者对象、时空上的差异造

成的翻译问题; ( 2) 由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造成的翻译问题( 如体裁格式、计量单

位) ; ( 3) 由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造成的翻译问题( 如英语动名词译成德语) ; ( 4) 由

原文某种特征造成的翻译问题( 如双关语) 。Shreve et al． ( 2004) 则认为造成翻译困难的因素

包括: 语言变体( 如方言) 、不完整的文本或难识别的文字、源语与目的语的差异、源语文化与

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词汇层面的复杂性、语法层面的复杂性以及概念或主题层面的复杂性。这

些研究是关于翻译难度问题的理论性探索。
翻译难度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Campbell ＆ Hale( 1999) 的研究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之一。他们识别了造成翻译困难的五类词汇和语法因素: 语法隐喻( 如 become free from all
opoid use) 、复杂名词短语( 如 methadone treatment) 、抽象性( 如 practice，action) 、官方术语( 如

Anti-Discrimination Board) 与被动动词。不过，这一分类存在重叠因素，并且涵盖影响阅读难度

的主要因素，如词汇和语法的复杂性、内容等。
要将翻译相关难度与文本阅读难度区分开来，必须运用“对等”概念。对等指一个原文片

段与一个译文片段之间的等值关系，这种等值关系可以在任何语言层面( 从形式到功能) 实现

( Pym 2010: 7) 。Baker( 2011) 论述过词汇、语法、语篇( 如衔接) 和语用层面的翻译对等。造成

翻译困难的情形包括缺乏对等、部分对等和多元对等。
除了文本阅读难度与翻译相关难度外，翻译任务的具体难度也与译者水平相关。
3．2 译者因素
译者因素包括个体认知能力、动力、过去的经验及相关训练等。近二十年来，翻译过程研

究者围绕译者因素进行了不少实证研究( 参见 Jskelinen 2002) ，这些译者因素可通称为“翻

译能力”。
在翻译能力研究中，翻译能力构成引发了很多关注。比如，Wilss( 1976) 认为翻译能力包

括三种子能力: 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转换能力。Neubert( 2000) 对翻译能力

提出以下分类: 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学科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转换能力。西班牙 PACTE
( 2003) 翻译能力研究小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翻译能力模型，认为翻译能力包括

五种子能力: 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知识能力、工具能力和策略能力。比较翻译能力的不

同构成可以发现，Wilss 和 Neubert 都提及的转换能力未出现在 PACTE 的分类中。PACTE 使

用策略能力代替了转换能力，认为所有双语者都有基本的转换能力。策略能力即解决问题的

能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换言之，这些分类实质上是个体认知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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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知识的细化。
当然，不同翻译任务对翻译子能力的要求各异。例如，如果原文含有大量术语，翻译时工

具能力( 如使用网络和词典的能力) 就显得尤为重要。
译者在翻译能力上的表现各不相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翻译过程研究者对不

同水平的译者进行了比较，探讨翻译能力的各个方面。由于缺乏理论框架，这些研究的视角、
范围等存在较大差异。Shreve( 2002) 后来将专精( expertise) 理论引入翻译领域，认为可将其作

为翻译过程研究的框架。专精研究领域的许多理论可用于探讨了解翻译能力及其习得过程。
Chi( 2006) 总结了专精的 7 项表现特征，如专家译者比新手译者更能选择适当的策略。这些特

征基本都能在翻译实践中找到支持证据，不过有一项例外———专家译者擅长给出最佳解决办

法，而且比新手译者做得更快更准确。Jskelinen( 1999) 通过实验发现，四位专业译员比四

位翻译专业学生花费更长时间完成测试，说明这一特征仍需进一步研究。
4． 翻译难度的测量

翻译难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翻译因素( 即文本阅读难度、翻译相关难度) 和译者因素。相应

地，翻译难度的测量需要测量原文的阅读难度，识别翻译中的难点，测量翻译任务对于译者的

难度( 即心理负荷) 。
4．1 测量原文的阅读难度
为测量文本的阅读难度，美国阅读研究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便致力于探究可读性公

式。可读性公式以数种最能预测文本难度的可量化文本特征为指标，比如平均句长( 按单词

或音节计) 、平均词长( 按字符计) 、难词( 即含两个音节以上的单词或特定词表之外的单词) 百

分比，计算出一个分值以比较文本阅读难度。到 80 年代，已有 200 多个用于测量英语文本的

可读性公式，常用的公式包括“Flesch Ｒeading Ease，Dale-Chall，Flesch-Kincaid Ｒeadability，Fry
Ｒeadability”等。为方便人工计算，这些公式一般仅包含一至三个文本特征。有研究发现，相

比之下词汇难度与句长是最有效的可读性指标( Chall ＆ Dale 1995) 。
制定可读性公式通常包含如下步骤: ( 1) 找出大量内容各异、经测试阅读难度值不同的基

准文本; ( 2) 找出一些可量化的语言特征; ( 3) 统计基准文本中相关语言特征的出现次数，结合

阅读难度值进行相关分析; ( 4) 选择相关性最强的语言特征作为可读性公式的指标; ( 5) 使用

多元回归分析将所选指标组合成一个公式; ( 6) 使用另外一组基准文本对公式进行交叉验证

( 此步可选) ( Anagnostou ＆ Weir 2007) 。以下对此进行具体说明。
测量一篇文本的阅读难度值最常见的方法是完形填空，即在被试阅读原文后，在原文中每

隔四个单词删除一个，让被试根据记忆进行填空，正确率即其得分( Taylor 1953) 。经难度赋值

的文本便是基准文本。测量文本阅读难度值的另一种方法是主观判断。Carver( 1975－1976)

认为可以通过专家组的主观评级来确定阅读材料的难度。Chall et al．( 1996) 提出一种整体印

象两两比较法，即首先根据词汇难度、句长、句子复杂度、概念性难度、语意密度( idea density)

等确定若干篇文本的难度，再将它们作为基准文本与待测文本进行比较。
文本的许多语言特征可以量化。Gray ＆ Leary( 1935) 提出了与文本阅读难度相关的 289

个因素，其中 64 个可以计量。Biber( 1989) 分析了 67 个语言特征的分布，这些特征均可用软

件自动识别统计。目前文本分析软件较多，可用于分析句法、语义、语篇衔接与连贯、文本类型

等方面。即便一些语言特征无法通过软件自动识别，仍可采用人工标注以实现自动分析。
将语言指标组合为公式须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用于了解一个或几个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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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平均句长、平均词长) 对因变量( 如可读性) 的影响，确定重要的变量，并设法找到最能代表

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需要注意的是，多元回归分析只是利用自变量预测因变量，并不

能证明两者的因果关系。Bonnuth 曾利用基准文本测试了 47 个可读性变量的相关性，发现句

长、词长等传统可读性指标以外的语言因素对预测阅读难度并没有多大贡献( 引自 Chall ＆
Dale 1995) 。阅读难度通常由内容造成，而非词句。不过，人们在表述抽象且有难度的想法时

通常使用难词，在表述熟悉、具体的想法时通常使用常见词。根据 Zipf 定律，单词的使用频率

与其词长成反比，即单词越短，使用频率越高，而单词越长，使用频率越低，这是由最省力法则

决定的。文本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能够解释为什么只需几个语言指标便可预测阅读难度。
数十年来，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可读性公式具有相当高的信度与效度，它们被出版社和学校

广泛采用。然而，可读性公式基本都由美国等国研究者开发，针对的是英语本族语读者。这些

公式是否适用于以英语为外语或二语的学生，尚待研究。
4．2 识别原文的翻译难点
识别原文中翻译难点的方法很多，其中三种常用方法为翻译质量评估( 即评分) 、分析口

头报告( verbal protocols) 、记录与分析翻译行为。
翻译评分大致可分为两种: 整体印象法和错误分析法。前者指阅卷者根据总体印象给译

文打分; 后者指阅卷者根据错误类别表及错误权重进行打分，通过统计错误数目和扣分得出总

分。为识别翻译难点，一般更多采用错误分析法。目前常用的翻译错误类别表包括 SAE
J2450、美国翻译学会标准化翻译错误类别表( ATA Framework for Standardized Error Marking) 、
MeLLANGE 等( 参见 Dunne 2009) 。

口头报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于认知过程研究( Ericsson ＆ Simon 1993) 。
获取口头报告的常用方法之一是有声思维，即实验人员要求被试一边操作( 如翻译) 一边说出

自己的想法，事后实验人员将有声思维录音或录像转写成口头报告，并对其进行分析。通过分

析译者的口头报告，研究者便能了解译者在何处遇到难点及难点的性质。近年来，虽然一些研

究者怀疑有声思维可能会改变思维过程，但尚无确切证据能够证实这一可能性( 参见 Sun
2011) 。

口头报告用于了解人的思维过程，要求被试主动讲出想法。如要了解译者的外在行为，则

需记录其行为，再将相关数据转为数字，用于相关性分析。常用的记录与分析翻译行为的方法

包括键盘记录、屏幕录制和眼睛跟踪。键盘记录软件( 如 Translog，Inputlog) 可以记录所有键盘

和鼠标活动，以此分析停顿的位置、停顿时长及译文修改行为。如果译者在翻译中停顿时间较

长，研究者便可推断其遇到了问题。要记录键盘和鼠标活动之外的行为( 如使用搜索引擎) ，

便需使用屏幕录制软件( 如 CamStudio，Camtasia) 。眼睛跟踪可以记录眼球运动，包括注视次

数、注视持续时间、注意力切换和扫描路径等。
分析口头报告和翻译行为耗时耗力，因此更适用于小型研究，比如仅涉及几位被试、采用

较短测试文本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翻译评分法允许对大量译员进行测试，测试文本也可以较

长，更适用于大型研究。
4．3 测量译者的心理负荷
测量译者心理负荷的方法很多，一般可归为三大类: 主观感知测量、外在表现测量和测量

生理状态。
主观感知测量通常让被试对自己做某件事( 如翻译) 时感受到的心理负荷进行判断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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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录下来，这样做的依据是: 除非心理负荷大到超出被试的能力，被试一般都能主观感知所

付出的努力程度并将其准确报告出来( O'Donnell ＆ Eggemeier 1986: 7) 。主观感知测量最常用

的工具是量表，常用量表有 NASA 任务负荷指数量表( NASA-TLX) 、SWAT 和 Cooper-Harper 量

表。NASA-TLX 由 Hart ＆ Staveland( 1988) 研制，类似李克特量表，包括 6 个维度: 心智需求( 完

成任务所耗费的脑力) 、体力需求( 完成任务所耗费的体力) 、时间需求( 所感受的时间压力) 、
努力程度、绩效( 对自己表现的打分) 和挫败感。

外在表现测量有助于了解被试行为的某些方面，其中两种常用的心理负荷指标是速度

( 或所花时间) 和准确度( 或错误数量) ，它们能够灵敏反映负荷的变化。一般认为，低水平到

中等水平的负荷与操作者的外在表现相对应，而高水平的负荷与操作者外在表现的对应性会

下降。也就是说，任务过于容易会人为地拔高被试的表现，而过难会导致“地板效应”( Wilson
＆ Eggemeier 2006) 。任务难度与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并非呈线性。为此，在进行翻译难度测

试时，研究者要注意采用难度适中的材料。
人的生理状态能够反映任务负荷水平。O'Donnell ＆ Eggemeier( 1986) 将可测量的生理状

态分为四类: 脑功能( 如脑电图) 、眼功能( 如角膜反射和眼电图) 、心功能( 如心电图、血压和心

率) 和肌肉功能( 如肌电图) 。与主观感知和外在表现测量相比，生理状态测量通常是即时、连
续的，且易受环境因素、被试身体状态的影响。

由此，在测量翻译难度时，主观感知测量和外在表现测量两种方法更易于实施。因心理负

荷是多维度的，研究者通常会使用多种测量方法，而当不同测量方法所测结果相互矛盾时，应

以个体的主观感知评价为准( Jex 1988: 14) 。
在介绍翻译难度测量的不同方法之后，回顾评述翻译难度的相关实证研究( 如 Hale ＆

Campbell 2002; Jensen 2009; Mishra et al．2013) 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翻译难度测量的理解。
Hale ＆ Campbell( 2002) 评估文本翻译难度的方法为选择网络分析法( choice network anal-

ysis) ，即统计一组译者翻译同一文本时产生的不同译法( 或称版本) 的数目。他们认为版本的

数目便是一组译者所面对的选择的数目，当译者面对多种选择时( 即可能的译法很多时) ，他

们就需要付出较多的努力，而面对为数不多的选择时，他们无需付出多大努力。很明显，Hale
＆ Campbell 以为所有被试在翻译一句话时都面对相同数量的选择，这与 Pym( 2003) 的观点相

矛盾。Pym 认为翻译能力有两个基本成分: ( 1) 针对原文一句话产生一种以上译文的能力;

( 2) 从多种译文中快速选择一种合适译文的能力。换言之，在翻译一句话时翻译高手会比翻

译新手产生更多版本，而翻译新手只能产生为数不多的( 甚至是零个) 版本。另外，如果一个

专有名词在目的语中只有一种译法，而译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该译法，这应视为翻译

难点。不过根据 Hale ＆ Campbell( 2002) 的标准，因为只有一种译法，所以翻译难度应视为容

易。由此可见，翻译版本的多寡并不能表明翻译难度的高低。
Jensen( 2009) 采用三种翻译难度指标: 可读性指数、词频、非字面表达数量( 即成语、隐喻

和换喻等在文中的出现次数) 。Jensen 认为，如果这三种翻译难度指标皆指向同一方向( 难或

易) ，那么就有理由确认利用它们测量翻译难度是可靠的。然而，当这三种指标指向不同的方

向时怎么办? 比如，根据可读性指数和词频，文本甲比文本乙复杂，但文本甲所含成语、隐喻和

换喻的数量比文本乙少，这时便难以得出文本甲比文本乙更难理解或更难翻译的结论。如前

所述，导致文本难懂或难译的因素很多，还包括文本类型、内容和题材等，而不仅仅是这三种指

标。该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词频本身也可作为可读性指数，如此一来 Jensen 实际上只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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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翻译难度指标。
Mishra et al．( 2013) 认为翻译难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句长、词的多义性( 即句中各词在

WordNet 中的词义个数之和除以句长之商) 和句子结构的复杂程度( 即句中各从属结构的总

长) 。他们的实验材料为 80 个译句( 从英语译成西班牙语、丹麦语或印地语) ，翻译难度系数

根据眼睛跟踪的凝视时间和注视点个数算出，结果发现翻译难度与这三个因素显著相关。
5． 结语

本文运用翻译研究及其他相关领域( 如阅读、写作、认知心理学) 的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了

影响翻译难度的因素及其具体测量方法。尽管翻译过程研究日渐增多，到目前为止有关翻译

难度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有待实证研究的翻译难度问题众多，主要包括: ( 1) 翻译难度的

主观感知测量、外在表现测量与生理状态测量中，哪一种方法的信度、敏感度和易用性更高?

( 2) 哪些变量( 如翻译得分、翻译时间) 可用来表示翻译难度? ( 3) 可读性公式是否可用来预

测文本的翻译难度? ( 4) 环境因素( 如任务的重要性、时间压力、参考资料) 是否会影响译者对

文本翻译难度的认识? ( 5) 专家译者与新手译者在对一组翻译任务进行难度评估时是否会产

生差异? 换言之，专家译者认为文本甲比文本乙难译，新手译者是否也会这么认为?

翻译难度研究能够扩大翻译过程研究的对象范围，方便我们从文本特征、译者行为和翻译

质量三者关系角度增进对翻译过程的了解。同时，翻译难度研究有利于改进翻译教学与翻译

资格认证。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基于翻译难度测量模型，开发出针对某些语言对的翻

译难度测量软件，促进翻译教学和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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